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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一個成年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兩個場域是工作場所及家庭，過去研究顯示，
工作與家庭的不平衡會造成員工較低的工作滿意度、績效不佳等負面結果，因而
建議應針對工作家庭平衡的前因變項進行探討。另一方面，有關職場靈性的研究
雖然發現其有助於個人達成工作家庭的平衡，然而，職場靈性影響工作家庭平衡
的歷程仍未清晰。因此，本研究從職場靈性的角度切入，且同時從工作、家庭兩
方面來探討影響工作家庭平衡的因素，試圖為促進工作家庭平衡的路徑找到一個
整合性的影響歷程。
本研究以台灣金融業之銀行行員為研究母群體，總計發出 560份調查問卷。
問卷回收後扣除填答不符合標準之問卷，有效樣本為 356 份。本研究以 LISREL
統計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瞭解研究工具的量表品質，其後以線性結構方
程模式來驗證研究假設。本研究結果發現：1.職場靈性會影響工作認同，且工作
認同會影響工作家庭豐富化，進而對工作家庭平衡產生正向的影響；2.職場靈性
會影響家庭認同，且家庭認同會影響家庭工作豐富化，進而對工作家庭平衡產生
正向的影響。最後，針對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管理意涵、後續研究建議與研究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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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1990年代末以來，掀起一股討論工作場域中之靈性(spirituality)展現的議題，
在Wall Street Journal, Business Week, Fortune等商管期刊中已可見到關於職場靈
性議題的討論(Duchon & Ashmos, 2005)。過去學者在探討職場靈性的議題時，多
數偏向於職場靈性對於工作結果變項的影響(Milliman, Czaplewski & Ferguson,
2003; Fernando & Jackson, 2006; Stevison, Dent, & White, 2009)，然而，Fox (2003)
與 Ondeck (2002)認為靈性應當是會同時影響個人在工作及家庭中的表現，亦即
應同時從工作及家庭的角度探討職場靈性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為職場靈性的研究
 通訊作者:劉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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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個較為全面的整合性觀點。
在一個成年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兩個場域(domain)是工作場所及家庭(Butler,
Grzywacz, Bass, & Linney, 2005)，然而，工作家庭的不平衡會造成員工較低的工
作滿意度、較低的組織承諾(Aryee, Srinivas, & Tan, 2005)，對員工的生活品質乃
至於工作績效都有負面的影響效果。隨著雙薪家庭的增加，個人花費許多時間投
入在工作場域之中，過去研究建議可探討個人在工作場域的主觀感受及其對工作
家庭平衡的影響(Kossek & Ozeki, 1998; Mesmer-Magnus & Viswesvaran, 2005)；其
中，職場靈性是由個人在職場中的經驗及其感受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思想與反應模
式，每一個人皆具有職場靈性，是跨種族、跨文化、跨宗教而存在(Canda, 2001)，
且會受到個人、組織和社會各個層面交互作用的影響(Hernandez Lopez, Ramos
Ramos, & Ramos Ramos, 2009)。過去研究顯示，靈性和多種生活情境有正向關
係，如：傷病痊癒、抗壓能力、死亡率的降低、自尊、整體的生活滿意度等(Miller
& Thoresen, 2003 ; Powell, Shahabi, & Thoresen, 2003)，亦即個人對於生活情境的
掌控能力與其是否能從中達成工作家庭平衡是息息相關的，由此更可見職場靈性
是工作家庭平衡的重要預測變項之一。此外，Clark (2000)在關於跨場域的研究中
提及，個人在工作場域中的情況會透過一些媒介的因素而影響到家庭場域的狀
況，亦即個人在工作場域培養的職場靈性對於工作家庭平衡的影響中，其間存在
著尚未被發掘出來的媒介。因此，本研究試圖瞭解職場靈性影響工作家庭平衡的
中介歷程，此為過去文獻所未知且不足的部分(Frone, 2003)。
另一方面，因過去研究發現當人們將心力投注到工作或家庭的場域中時，會
為其個人帶來人際間、心理上之助益，也有助於排解來自工作上或家庭中的壓力
(Barnett, 1998; Burke & McKeen, 1994)；再者，過去對於工作與家庭議題的探討，
多數從職家衝突的角度切入(Eby, Casper, Lockwood, Bordeaux, & Brinley, 2005;
Thomas & Ganster, 1995)，Greenhaus 與 Parasuraman (1999)認為研究者應該要跳
脫出衝突的角度，從其他的層面(如：豐富化)來尋找家庭和工作間互相影響的機
制。因此，本研究將從工作認同、家庭認同兩個能夠提昇個人生活投入的變項
(Kahn, 1990)開始，並採用工作家庭豐富化以及家庭工作豐富化兩個變項，以深
入瞭解此兩個變項是否會在工作認同、家庭認同與工作家庭平衡的關係間扮演中
介的角色，以讓工作家庭平衡的影響歷程更加完整。
綜上所述，本研究與過去研究主要不同點在於：一、同時從工作以及家庭之
整合性角度切入，並且從正向外溢(positive spillover)的觀點(Grzywacz & Marks,
2000)，探討職場靈性對工作家庭平衡的影響；二、過去研究僅發現職場靈性有
助於個人朝向工作家庭平衡的方向邁進，本研究試圖找出職場靈性與工作家庭平
衡之間可能的影響變項，以更瞭解變項間的影響歷程。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一、職場靈性的相關理論與研究的探討
職場靈性是由靈性衍伸而來，靈性所包含的範圍極其廣泛。在韋伯字典中定
義靈性是與莊嚴神聖的事物抑或與宗教價值觀有關，不是凡俗或短暫的；維基百
科上關於靈性的描述是指個人在各種相處關係中達到平衡的最佳狀態，這些週遭
關係包含了個體本身、自然環境、神、他人等。Turner (1999)認為靈性是來自於
內在並能超越生理的需求，靈性根基於個人存在之意義，包含希望、夢想、思考
模式、情緒、感覺和行為。上述可知，靈性會影響一個人的行為模式及其對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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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世界的感知，且靈性基本上會被視為個人在某些社會脈絡之下所展現的個人屬
性(Thoresen, 1999)。
過去實證研究已顯示靈性和多種生活情境有正向關係，如：傷病痊癒、抗壓
能力、死亡率的降低、自尊、整體的生活滿意度等(Miller & Thoresen, 2003; Powell,
Shahabi, & Thoresen, 2003)；同時，相較於較不具靈性的人，具有高度靈性的個
人比較不會有健康上的問題，即使是生病也能較快康復，在遭受重病時也較不會
感覺到強大的壓力(Koenig & Cohen, 2002; Thoresen,1999)。換言之，靈性可以成
為人們生活中的支持來源，在遭遇壓力時為其注入信心，使個人能有更多的能量
去面對挑戰；在人們遭遇到疾病時，靈性亦能給予個人處理應對的機制，提供個
人對抗疾病的力量(Powell, Shahabi, & Thoresen, 2003)。整體而言，靈性對於人們
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助益。
Lerner (2000)認為靈性能夠啟發人們的內在自我，嘗試去瞭解靈性對於我們
的工作和私人生活有何影響是件重要的事。那麼，在個人所屬的工作場域中會有
何靈性的展現呢？Jurkiewicz與 Giacalone (2004)認為，職場靈性會是一種組織的
價值，其價值可藉由組織文化來展現，如：讓員工在工作過程中具有自我超越的
經驗，或藉由提供愉悅的工作感受等正面經驗，促進員工能融入群體中、擁有與
他人休戚與共的感覺，且職場靈性能讓員工展現出積極的工作態度(Hernandez
Lopez, Ramos Ramos, & Ramos Ramos, 2009)；亦即職場靈性會影響到員工在工作
場域的態度與行為(Stevison, Dent, & White 2009)，是有助於提昇個人與組織的績
效 (Geh & Tan, 2009)。
然而，由於靈性的定義相當多元，若要徹底的定義職場靈性並不容易
(Hutson, 2000; Rubenstein, 1987)；在 Giacalone 與 Jurkiewicz (2003)的著作中提
及，學者們對職場靈性的定義有些許不同，確實有澄清職場靈性的內涵與定義之
必要，且其認為學者們對職場靈性的定義多數與 Ashmos與 Duchon (2000)提出的
內在生命(inner life)、有意義的工作(meaningful work)及共同體(community)等三大
構面相似。因此，本研究採用此觀點，並進一步將職場靈性定義為，在職場的脈
絡下，員工能認同職場是由許多人共同組成的共同體，且能將自己歸屬在工作職
場中，同時，員工會覺得自身的工作是一份有意義的工作，工作和個人的內在生
命是可以相互滋潤與成長的。
而在組織相關的研究中，職場靈性是一個相對較新的議題，使得與其相關的
理論發展仍是相當有限(Fry, 2003; Giacalone & Jurkiewicz, 2003 )。在過去研究職
場靈性的議題中，多數是專注在工作結果的變項或與職場相關之變項上的討論，
如：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工作績效、離職意圖、領導者的決策、工作倦怠等
(Fernando & Jackson, 2006; Golden, Piedmmont, Ciarrocchi, & Rodgerson, 2004;
Milliman, Czaplewski & Ferguson, 2003; Stevison, Dent, & White, 2009)。然而，Fry,
Vitucci 與 Cedillo (2005)認為，靈性影響的層面不僅止於員工在職場上的結果變
項，職場靈性也可以使得員工獲得健康快樂的生活狀態；再者，在 Witmer 與
Sweeney (1992)提出的健康整體模式(Holistic Model of Wellness)中認為，個人有五
大基本的生活任務，包括靈性、自省、工作、友誼及愛，而靈性是居中驅動其他
四項任務的核心。因此，本研究認為，員工在職場中知覺到靈性的展現時，除了
對工作層面有所影響之外（如：工作滿意、組織承諾、工作倦怠等），也可能會
使人增強其連結友誼及愛的能力，有助於個人整體生活之健康、抗壓能力、生活
滿意度等，進而達到工作與家庭生活間較平衡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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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場靈性對工作家庭平衡的影響路徑：工作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的中介
效果
工作家庭平衡的達成是一種生活的經驗，來自個人在處理工作與家庭要求的
時候，所產生的協調性與一致性或是衝突感(Barnett, 1998)。由於工作、家庭是個
人的兩個主要的生活領域，兩個領域的平衡就相當於個人生活的平衡，當一個人
自覺工作生活的平衡，亦表示其在不同的角色間也能夠取得平衡，亦即工作與生
活的平衡是一種不同角色間均衡的滿意度，亦即當個人感覺到工作與家庭是協調
的、無衝突的，其正是處於工作家庭平衡的狀態。在有關職場靈性的實證研究中
發現，職場靈性的某些層面（如：工作意義的賦與、對任務的使命感等）對員工
的工作滿意、工作投入、生產力等有正向影響(Claude & Zamor, 2003; Milliman,
Czaplewski, & Ferguson, 2003; Stevison, Dent, & White, 2009)，且職場靈性也可以
使得員工獲得健康快樂的生活狀態 (Fry, Vitucci, & Cedillo, 2005)。換言之，良好
的職場靈性可以給予個人更多的力量去處理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對工作與家庭
間的平衡會是正向的影響效果。
再者，一個人認同某個角色的程度會影響其投入在該角色上的努力，個人對
工作的投入即可反映出其對工作認同的程度(Aryee & Luk, 1996)，亦即有高度工
作認同的人，會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其工作的角色上。而豐富化(enrichment)
的基本思維在於工作場域和家庭環境都可以是提供個人資源之所在(如：家族自
尊、收入)；Greenhaus與 Powell (2006)認為豐富化是個人在某一個角色情境之下
所獲得的經驗，可以增進個人在其他角色的生活品質，亦即當個人在某個角色所
獲取的資源可以促進另一角色的正向表現或對另一角色有正向之影響時，即是豐
富化的現象。而個人在某個角色所獲取的資源可以區分成兩大類，即工具性的與
情感性，工具性的資源是指個人從工作中獲得的技能和觀點能提昇個人在家庭角
色上的表現；而情感性的資源是指個人在一個角色產生的正向情感轉而促進其在
另一角色的功能性表現，正向情感包括個人正向的心情、情緒、態度等之展現
(Pettit, Kline, Gencoz, Gencoz, & Joiner, 2001)。整體而言，任何可以幫助員工在另
一個生活場域(life domain)有更好表現的助力，都可以說是豐富化現象的展現
(Barnett & Hyde, 2001; Friedman & Greenhaus, 2000 ; Greenhaus & Powell, 2006)。
Near, Rice和 Hunt (1980)提出工作和非工作環境的互依模型，研究發現無論
是在家庭或工作的場域中，態度的反應都會對於該場域或是跨場域的其他態度有
所影響。Rothbard (2001)認為個人能將一個場域經驗到的正向情感去影響到另一
個場域的表現，而當一個人在工作上的角色對其在家庭上的角色有正向的影響
時，即是工作家庭豐富化(work family enrichment)的展現(Grzywacz & Marks, 2000;
Wayne, Musisca, & Fleeson, 2004)，如：當一個人是帶著正面的心情下班時，其較
能用正向、有耐心、快樂的反應來對待他的家人，預期此個人在家庭的角色上能
有更好的表現。換言之，工作家庭豐富化的意義在於，員工能將其在工作上所獲
得的訓練、溝通技巧、歸屬感等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經驗，運用來幫助其在家庭生
活角色上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豐富化是個雙向的概念，同時存在於工作對家
庭的豐富化及家庭對工作的豐富化；工作家庭豐富化是指一個人工作上的角色會
對其個人的家庭角色有正向的影響，而家庭工作豐富化是指個人家庭的角色會對
其工作上的角色有正向的影響(Grzywacz & Marks, 2000; Wayne, Musisca, &
Fleeson, 2004)。
由於職場靈性高的人會將自己視為與職場緊密連結的一份子，也會傾向去協
助同儕(Claude & Zamor, 2003)，從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這種人與人互動的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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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將有利於職場靈性高的人在互動過程中獲得職場同儕的支持與幫忙，亦即
職場靈性有助於個人與同儕間的正面互動，會展現出助人的行為(Stevison, Dent,
& White, 2009)，而當彼此有良好互動時，也較易對彼此保持開放、正面的態度，
有助於增進彼此間的信任、分享。另外，從正向外溢的觀點，此類的員工也較能
將工作中獲得的正面感受，在下班後自然地帶回家中，由職場產生正向外溢的效
果，可能有助於協助個人扮演好家庭中的角色，這即是工作家庭豐富化的展現，
因此，本研究認為職場靈性對工作家庭豐富化有正向的影響、職場靈性對工作家
庭平衡有正向的影響。
從社會認同理論的觀點，能提昇個人認同某一個群體之傾向的原因包括：該
群體的價值觀和習慣是具有獨特性的(Oakes & Turner, 1986; Tolman, 1943)、該群
體所具有的聲望(Chatman, Bell, & Staw, 1986; March & Simon, 1958)、亦會由外群
體的顯著性來影響認同的形成(Allen, Wilder, & Atkinson, 1983; Turner, 1981)或是
一些和群體形成相關的變項，如：人際互動、彼此的相似性、互相的欣賞、共同
擁有的目標和威脅等，都有可能會影響個人認同某群體的程度(Hogg & Turner,
1985; Turner, 1984)。Kirpal (2004)認為工作認同除可透過個人的資源、態度、價
值觀外，亦可在工作的過程及與工作環境的相互磨合而產生，當員工把自己投入
到工作環境中時，會因為彼此的互動及環境情境的影響，改變員工對自我的概
念，而形成工作上的認同。而職場靈性不但可以幫助員工瞭解工作的意義，亦可
促使員工與同儕間有更多的正面互動，當員工能夠接受其工作所屬群體的價值觀
時，將使得個人喜歡與願意投入在其工作之中，因此，本研究認為職場靈性對工
作認同有正向的影響。
另一方面，由於個人對工作的投入可反映出其對工作認同的程度(Aryee &
Luk, 1996)，Lobel與 Clair (1992)發現對工作認同較為強烈的人，會在其工作上投
入較多的心力，且當個人在工作上投注較多的情緒時，就更有機會去經歷到愉快
的心情狀態；而由於每個人的自我概念裡面皆包含多種不同的認同，個人認為重
要的認同會比較容易出現在個人的腦海中(Stoner, Hartman, & Arora, 1990)，而這
種正向的態度就有更多的機會在個人不同的認同間傳遞，此外，Aryee, Tan 與
Srinivas (2005)發現，高工作認同的人，對於工作投入的程度較高，在減少工作家
庭衝突的同時，將有助於促進工作家庭的平衡。換言之，對個人來說較為重要的
認同更可能在扮演其他角色時出現，如：一個高度工作認同的人，可能會在家庭
生活中想起工作的事，一個高度家庭認同的人，可能會在工作的時候想起家庭，
並促使其思考如何將其在家庭生活中所獲的經驗運用於工作上或將工作上所獲
的經驗運用於家庭生活中。依據上述，本研究認為有較高工作認同的人，會注意
將其家庭生活中所獲得經驗加以轉換以運用到工作職場中，正向外溢的結果，將
更有益於達成工作家庭之平衡狀態。
而由於強烈的認同會提昇個人在該認同的投入程度(Kahn, 1990)，高度的投
入更容易讓個人將其熱情、精力與愉快的心情等經驗運用在不同的角色間(Wayne,
Randel, & Stevens, 2006)。Ruderman, Ohlott, Panzer與 King (2002)在針對女性經理
的研究中指出，女性經理人發現她們可以因為投入到不同角色，而提昇其工作上
的效率、專注力、組織性等，亦即個人在職場中獲得的資源、學習機會、支持等
可以轉化為提昇個人在扮演家庭角色時的能力；Wayne, Musisca與 Fleeson (2004)
發現，在工作認同的指標中，工作時數可以用來預測其對工作家庭豐富化的正向
影響，且工作投入已被證實與工作家庭豐富化有顯著關係(Kirchmeyer, 1992)。換
言之，具有強烈認同的人較有可能從不同的角色中獲得正向的情緒，並將其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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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另一個角色上去，即能將其在不同角色上的經歷予以豐富化。因此，本研究認
為工作認同對工作家庭豐富化會有正向的影響。
再者，Wayne, Musisca 與 Fleeson (2004)發現工作家庭豐富化有助於提昇工作
滿意，這對於個人在工作與家庭的感知協調間會有正面的助益，換言之，當個人
偏向工作家庭豐富化時，能將工作上所獲得經驗帶到家庭生活中，正向外溢的結
果將有助於個人在家庭角色上的表現。因此，本研究認為工作家庭豐富化對工作
家庭平衡有正向的影響。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為：
H1：職場靈性會透過工作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的路徑對工作家庭平衡有正向
的影響。
H1-1：職場靈性會透過工作認同對工作家庭豐富化有正向的影響。
H1-2：工作認同會透過工作家庭豐富化對工作家庭平衡有正向的影響。
三、職場靈性對工作家庭平衡的影響路徑：家庭認同、家庭工作豐富化的中介
效果
個人對家庭生活的投入即可反映出其對家庭認同的程度 (Aryee & Luk,
1996)。Fiese, Foley 與 Spagnola (2006)認為家庭認同是指家庭成員間溝通
(communication)承諾(commitment)和關聯性(continuity)等家庭生活內容的整合，
亦即家庭認同是指個人願意溝通、給予承諾且持續性地與家人保持良好關係的程
度，家庭認同愈高的人，代表在其個人許多的認同組成中，家庭角色佔有相當高
的比重；再者，個人認同某個角色的程度會影響其投入在該角色的努力，一個高
度家庭認同的人，會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在家庭生活的角色中。而 Greenhaus和
Powell (2006)認為豐富化是個人在某一個角色情境之下所獲得的經驗，可以增進
個人在其他角色的生活品質；因此，家庭工作豐富化(family work enrichment)即
是指員工在家庭生活裡面所獲得的經驗，如：照顧小孩或家人培養出來的耐心、
責任感及人際間的相處技巧等，個人能將其轉化並運用到工作場域中而有更好的
工作表現。
由於職場靈性有助於工作場域中利他行為的展現 (Fry, Vitucci, & Cedillo,
2005; Stevison, Dent, & White, 2009)，從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利他行為可以吸引
他人的支援與幫忙，這樣的行為並不侷限在工作上，儘管回到家中，職場靈性高
的人亦會樂於幫助身旁的人，且在與家人間有更好的正向互動下，個人會獲得來
自家人更多的支持與資源，並經由正向外溢的結果，個人也能將照顧家人培養出
的耐心與責任感轉化為協助同儕的工作表現 (Pettit, Kline, Gencoz, Gencoz, &
Joiner, 2001)。再者，因靈性能夠啟發人們的內在自我(Lerner, 2000)，靈性高的人
較易擁有比較穩定的家庭生活、婚姻狀態，對家庭角色的扮演會更加投入與謹慎
(Perrone, Webb, Wright, Jackson, & Ksiazak, 2006)。所以，職場靈性高的人相信家
庭生活可以教導他們以新的方式和同事互動或是將家庭生活的經驗轉化為處理
工作任務上的能力 (Crouter, 1984; Kirchmeyer, 1992, 2000; Ruderman et al.,
2002)；且職場靈性高的人其具有較豐富的內在生活，能感受到人生的意義，並
試圖扮演好自己在家庭裡的角色，而更有機會將其在家庭裡獲得的正向支持轉化
到工作場域中，是家庭工作豐富化的展現。換言之，由於職場靈性高的人較能將
工作中獲得的正面感受，在下班後自然地帶回家中，由職場產生正向外溢的效
果，可能有助於協助個人扮演好家庭中的角色，達到工作家庭的平衡。因此，本
研究認為職場靈性對家庭工作豐富化有正向的影響，職場靈性對工作家庭平衡有
正向的影響。
台 灣 管 理 學 刊
第 10卷 第 1期，2010年 2月 85
再者，因群體形成的相關因素都有助於提昇個人認同某一個群體的傾向，從
社會認同理論的觀點，職場靈性高的人較有助於個人發展與他人的關係，當一個
人習慣與身旁的人建立正面的互動時，也有助於個人在不同的環境中有更多的涉
入，自然地也更容易去欣賞身旁的人，亦即當一個職場靈性高的人回到家裡，也
會傾向去協助家人與表現更多的利他行為，這對家庭的認同會有正面的助益。因
此，本研究認為職場靈性對家庭認同有正向的影響。
另一方面，個人對家庭生活的投入亦可反映出其對家庭認同的程度(Aryee &
Luk, 1996)，個人認為重要的認同會比較容易出現在個人的腦海中 (Stoner,
Hartman, & Arora, 1990)，且其對家庭高度認同產生之正向態度就有更多的機會在
個人不同的認同間傳遞，Aryee, Tan 與 Srinivas (2005)發現，一個高度家庭認同的
人，往往伴隨著更多家庭的支持，因而更有助於工作家庭的平衡。因此，本研究
認為有較高家庭認同的人，會注意將其工作中所獲的經驗加以轉換以運用到家庭
生活中，正向外溢的結果，將更有益於達成工作家庭之平衡狀態。
此外，由於強烈的認同會提昇個人在該認同的投入程度(Kahn, 1990)，高度
的投入更容易讓個人將其熱情、精力與愉快的心情等經驗運用在不同的角色間
(Wayne, Randel, & Stevens, 2006)；而家庭工作豐富化是指個人的家庭角色對其工
作角色有正向的影響 (Grzywacz & Marks, 2000; Wayne, Musisca, & Fleeson,
2004)。Aryee, Tan與 Srinivas (2005)發現，愈多的家庭支持將有助於家庭工作豐
富化，進而能促進工作家庭平衡；Wayne, Musisca 與 Fleeson (2004)發現，家庭認
同對家庭工作豐富化有正向的影響；亦即一個高度家庭認同高的人，可能會在工
作的時候想起家庭經驗，並從中思考如何將其在家庭生活中所獲得的經驗運用於
工作上。因此，本研究認為家庭認同對家庭工作豐富化有正向的影響。
再者，個人投入到工作和家庭的角色中，對於個人的身心健康都有幫助
(Barnett & Hyde, 2001)，從社會學理論所提及的多元角色職業(multiple role
occupation)的好處(Marks, 1977; Sieber, 1974)，包括：提供安全性、感受到生命的
目的、提高自尊、提供社會支持、提供角色失敗時的緩衝(Barnett & Hyde, 2001)
等，倘若個人能夠結合專業生活和家庭生活，對個人來說絕對是利大於弊(Barnett,
1998)。此外，Wayne, Musisca 與 Fleeson (2004)發現家庭工作豐富化有助於提昇
工作滿意，這對於個人在家庭與工作的感知協調間會有正面的助益；而個人在工
作與家庭中獲得之經驗有助於豐富化個人生活與擁有較好之身心狀態(Hammer,
Cullen, Neal, Sinclair, & Shafiro, 2005)。換言之，當個人偏向家庭工作豐富化時，
能將家庭生活中所獲得之經驗帶到工作上，正向外溢的結果將有助於個人在工作
上的表現。因此，本研究認為家庭工作豐富化對工作家庭平衡有正向的影響。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為：
H2：職場靈性會透過家庭認同、家庭工作豐富化的路徑對工作家庭平衡有正向
的影響。
H2-1：職場靈性會透過家庭認同對家庭工作平衡有正向的影響。
H2-2：家庭認同會透過家庭工作豐富化對工作家庭平衡有正向的影響。
參、研究方法
以下分別從研究架構、研究對象及研究工具說明之。
一、研究架構
依據上述文獻探討的理論基礎，本研究建立之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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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對象
台灣在加入國際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之後，銀行業面臨
國際化的金融競爭，加上政府推動的金融改革，使得銀行員工都需要負擔多重的
任務；再者，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更使得銀行員工承受莫名的業績壓力，
要維繫好工作與家庭間平衡的難度提高，因而促使本研究想從中瞭解銀行員工其
工作家庭平衡的狀況，因此，本研究以銀行行員做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登錄在行政院金管會銀行局的本國銀行的行員作為抽樣之母群
體，共計抽取 19家銀行，合計有 45家分行。在瞭解各分行之人數後，每家分行
發放 10~20份之調查問卷，總計發放 560 份。於回收期間總計回收 466份調查問
卷，扣除漏答者、一致性填答問卷等無效問卷後，有效樣本為 356 份，有效回收
率為 63.57%。在有效樣本中發現，受試者女性佔 53.9% (192人)；已婚者佔 59.5%
(212人) ；大學畢業者居多，佔 68.8% (245人)；年齡以 31~50歲者居多，佔 67.7%
(241人)。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工具包括：「職場靈性」、「工作認同」、
「家庭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家庭工作豐富化」與「工作家庭平衡」，共
計有六個量表。由於本研究所用之量表皆引用自英文量表，量表編修初始，先請
一位雙語專家協助翻譯，並在量表翻譯後，將中文版問卷交由 15 位銀行行員進
行填答，共同找出不適切或不易理解的詞句，並在研究者解釋題項的意義後，共
同討論出比較適合銀行業的用語，其後，再請雙語專家討論修改後之中文用詞是
否符合量表原意，以此反覆進行至問卷定稿。
以下分別說明研究工具的來源及因素分析之結果。
(一)職場靈性量表：為衡量個人的經驗，包括對於其個人內在生命的感知、工作
所具有的意義，及對於工作環境的歸屬產生之共同感等，本研究中採用 Ashmos
與 Duchon (2000)發展的「工作意義和目標問卷」(The Meaning and Purpose at Work
questionnaire)，包含三個部份：「共同體」、「有意義的工作」及「內在生命」，共
計 21題。其中，「共同體」9題（題項包括：我覺得我是部門的一份子、我能在
公司裡找到合適的人分享我的想法、我和同事會用正面的態度處理工作上的意見
衝突等），「有意義的工作」7題（題項包括：我相信我的工作能夠為他人帶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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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工作讓我充滿活力、我現在的工作符合我的理想等），及「內在生命」5 題
（題項包括：我覺得人生是充滿希望的、我很清楚我的人生目標、我會關心工作
夥伴精神生活的健康等）。以 Likert 7等尺度計分(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本研究量表之Cronbach’s alpha值為.95，且各個構面的組成信度介於.82~.93，
大於標準值.50 (Raines-Eudy, 2000)，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而本研究
量表之模式適配指標：CFI值為.96、NNFI值為.96、IFI值為.96、SRMR 值為.063，
顯示本量表符合內在模式品質。
(二)工作認同量表：由於認同程度愈高，表示個人對其角色的投入程度愈高(Aryee
& Luk, 1996)，因此，本研究中採用 Aryee與Luk (1996)修改自 Lodahl與 Kejner
(1965)所發展的工作認同量表，共計 4題（題項包括：我的主要滿足來自工作、
對我來說，認真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主要的人生目標大多與工作有關、工作
是我人生的重心）。以 Likert 5等尺度計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本研究
量表之 Cronbach’s alpha 值為.80且組成信度為.80，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
致性；而本研究量表之模式適配指標：CFI值為.98、NNFI值為.95、IFI值為 .98、
SRMR 值為.03，顯示本量表符合內在模式品質。
此外，由於職場靈性之「有意義的工作」構面與工作認同之內涵略為相似（即兩
者皆包含有：在工作中可以得到滿足與樂趣，是個人快樂與活力的來源等相似概
念），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檢驗填答者是否能夠區分職場靈性與工作認同兩概念
的不同，亦即檢驗此兩量表的非限定模式是否具有區別效度。本研究將職場靈性
與工作認同兩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固定為 1，作為限定模式，非限定模式則是自由
估計兩個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結果顯示，兩種模式的卡方值差異達到顯著水準
(Δχ2=265.76, p<.05)，且非限定模式之適配度較佳，顯示填答者能明確區辨出
此兩個不同的變項(Venkatraman, 1989)。
(三)家庭認同量表：由於 Aryee與 Luk (1996)認為個人認同某個角色的程度會影
響其投入在該角色的努力，亦即有高度家庭認同的人，會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在
家庭角色中。因此，本研究採用 Aryee與Luk (1996)修改自Lodahl與Kejner (1965)
所發展的家庭認同量表，共計 4 題（題項包括：我生活上的主要滿足來自家庭、
對我來說，參與家庭活動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主要人生目標大多跟家庭有關、
家庭是我的生活重心）。以 Likert 5等尺度計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本
研究量表之 Cronbach’s alpha值為.88且組成信度為.88，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內
部一致性；而本研究量表之模式適配指標：CFI 值為 .99、NNFI 值為.99、IFI 值
為.99、SRMR 值為.003，顯示本量表符合內在模式品質。
(四)工作家庭豐富化量表、家庭工作豐富化量表：為瞭解個人在其工作上的角色
對其個人家庭角色的影響及個人在其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對其工作上的影響，本研
究採用Wayne, Randel與 Stevens (2006)發展的工作家庭豐富化與家庭工作豐富化
之量表來衡量，共計 6 題。其中，測量工作家庭豐富化的題項包括：在公司度過
美好的一天，讓我將家庭角色扮演得更好、工作上的成功讓我能用好心情來面對
家庭責任、當我覺得工作有進展時，讓我在家中更有自信，測量家庭工作豐富化
的情況的題項包括：在家度過快樂的一天，會讓我上班時有較好的表現、家庭生
活的成功讓我能用好心情來執行工作任務、當家庭氣氛逐漸變好時，能讓我在工
作時更有自信。以 Likert 5等尺度計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由於兩個
量表之題項過少，以致無法單獨檢測整體模式適配數值，本研究參考 Yang, Chen,
Choi 與 Zou (2000)所採用的檢測方式，將兩個量表共同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分析結果發現，工作家庭豐富化量表與家庭工作豐富化量表之 Cronbach’s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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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別為.89 與.92且組成信度分別為.89、.92，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而兩個量表之模式適配指標：CFI 值為.99、NNFI值為.98、IFI 值為.99、SRMR
值為.018，顯示本量表符合內在模式品質。
此外，由於豐富化是個雙向的概念(Grzywacz & Marks, 2000; Wayne, Musisca, &
Fleeson, 2004)，本研究進一步檢驗填答者是否能夠區分工作家庭豐富化與家庭工
作豐富化兩概念的不同，亦即檢驗此兩量表的非限定模式是否具有區別效度。本
研究將工作家庭豐富化與家庭工作豐富化兩變項的相關係數固定為 1，作為限定
模式，非限定模式則是自由估計兩個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結果顯示，兩種模式
的卡方值差異達到顯著水準(Δχ2=307.16, p<.05)，且非限定模式之適配度較
佳，顯示填答者能明確區辨出此兩個不同的變項(Venkatraman, 1989)。
(五)工作家庭平衡量表：因當個人感覺到工作與家庭是協調時，其個人正處於工
作家庭平衡的狀態，因此，本研究採用Marks, Huston, Johnson與MacDermid (2001)
的工作生活平衡量表來衡量，共計 4題（題項包括：我可以兼顧工作和生活、我
可以在工作與生活中找到樂趣、在工作與生活中，我滿意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全力投入工作和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以Likert 5等尺度計分(1=非常不同意；
5=非常同意)。本研究量表之 Cronbach’s alpha 值為.68且組成信度為.69，顯示
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本量表之模式適配指標：CFI 值為.89、NNFI 值
為.66、IFI值為.89、SRMR值為.066，顯示本量表符合內在模式品質。
此外，由於職場靈性之「有意義的工作」構面與工作家庭平衡之內涵略為相似（即
兩者皆包含有：在工作中可以得到滿足與樂趣，是個人快樂與活力的來源，願意
全力投入在工作中等相似概念），本研究為了檢驗填答者是否能夠區分職場靈性
與工作家庭平衡兩概念，亦即檢驗此兩量表的非限定模式是否具有區別效度，因
此，本研究將職場靈性與工作家庭平衡兩變項的相關係數固定為 1，作為限定模
式，非限定模式則是自由估計兩個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結果顯示，兩種模式的
卡方值差異達到顯著水準(Δχ2=40.71, p<.05)，且非限定模式之適配度較佳，顯
示填答者能明確區辨出此兩個不同的變項(Venkatraman, 1989)。
另在控制變項部分，本研究經相關分析中發現，性別與工作家庭平衡之相關係數
(Person Correlation)為-.060（未達顯著）、婚姻狀況與工作家庭平衡之相關係數
為.067（未達顯著）、有無扶養小孩與工作家庭平衡之相關係數為 .069（未達顯
著），亦即無論是在性別、婚姻狀況、有無扶養小孩等人口特徵背景變項與工作
家庭平衡間並無高度相關之情形，因此，本研究未在線性結構方程模式中加以控
制。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各個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如表 1所示，其中，職場靈性
分別與工作認同、家庭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家庭工作豐富化及工作家庭平衡
等變項間有顯著相關；工作認同分別與家庭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家庭工作豐
富化及工作家庭平衡有顯著相關；家庭認同分別與工作家庭豐富化、家庭工作豐
富化及工作家庭平衡有顯著相關；而工作家庭豐富化分別與家庭工作豐富化及工
作家庭平衡有顯著相關；家庭工作豐富化與工作家庭平衡亦呈現顯著相關。Hair,
Anderson, Tatham與 Black (1998)指出，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值高於.80 或VIF值大
於 10 時，可能會有共線性問題存在，本研究之相關分析顯示，各變項間的相關
係數值未高於.80。此外，本研究以工作家庭平衡為依變項，其他變項為預測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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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進行迴歸分析，對職場靈性、工作認同、家庭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家庭工
作豐富化等變項進行共線性檢測，發現其VIF 值分別為 1.651, 1.572, 1.200, 1.968
與 2.007，均未大於 10。因此，推論本研究並無共線性問題，或是共線性問題並
不明顯。再者，本研究各變項間皆存在有顯著相關，與理論相符合，適合進行更
進一步的資料分析。
表 1 本研究各變項平均數、標準差以及相關矩陣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1.職場靈性 4.93 .90
2.工作認同 3.43 .67 .56**
3.家庭認同 3.97 .61 .30** .29**
4.工作家庭豐富化 3.72 .71 .40** .42** .35**
5.家庭工作豐富化 3.94 .69 .46** .38** .34** .67**
6.工作家庭平衡 3.47 .59 .62** .52** .28** .31** .37**
註：** p<.01
一、職場靈性影響工作家庭平衡整體模式適配度
本研究採用兩階段方法進行模式發展與分析(Anderson & Gerbing, 1988)。首
先，先進行各個變項衡量模式的分析，亦即針對職場靈性、工作認同、家庭認同、
工作家庭豐富化、家庭工作豐富化及工作家庭平衡等變項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並進行整體模式的驗證性因素分析，亦即將所有題目同時放入一個模式，進行因
素結構的檢定。經整體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結果發現，各個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值皆
達到 p<.05 的顯著水準，顯見各題項皆適合做為本研究之量表題目 (Hinkin,
1998)。整體模式適配度指標：CFI值為.95、NNFI值為.94、IFI值為.95、SRMR
值為.07，顯示本量表符合內在模式品質。
其次，本研究進行結構方程模式的發展與假設的驗證。在進行本研究之理論
模式驗證之前，為避免理論模型太過複雜並縮減模式中需推估的參數數目，本研
究先計算各構面之衡量題項的平均得分，以作為各構面的單一衡量指標。此外，
Bagozzi (1980)認為樣本數應該比需要估計的參數數目多出 50以上，始可以進行
LISREL分析，本研究之模式需推估參數值在完全中介模式中為 48個，而本研究
樣本數為 356 個，符合前述標準。本研究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進行參數推估，分析結果顯示，多數之模式適配度指標達可接受的標準
（表 2）。本研究推論之模式路徑如圖 2所示，圖上的因徑係數為標準化係數值；
因徑係數、t值及顯著性如表 3所示。
表 2 假設模式適配度指標
χ2 df CFI NFI RMSEA
本研究結果 764.89 183 .93 .91 .095
指標標準 — — >.80 >.8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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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職場靈性影響路徑
表 3 完全中介模式係數、t值表
路徑 標準化係數值 t值
職場靈性→ 工作認同 .66*** 9.99
職場靈性→ 家庭認同 .36*** 6.03
工作認同→ 工作家庭豐富化 .51*** 7.87
家庭認同→ 家庭工作豐富化 .39*** 6.74
工作家庭豐富化→ 工作家庭平衡 .23*** 3.41
家庭工作豐富化→ 工作家庭平衡 .33*** 4.63
註：***p<.001
然而，為求嚴謹性，本研究亦進行巢套模式分析法，此一方法是透過卡方差
異度檢定，比較各項模式對資料的適配程度，以驗證假設的顯著性，亦即比較虛
無假設模式(null hypothesis model)、完全中介模式(fully mediated model)以及部分
中介模式(partially mediated model)。其中，完全中介模式是設定職場靈性影響工
作認同、工作認同影響工作家庭豐富化、工作家庭豐富化影響工作家庭平衡的路
徑；以及職場靈性影響家庭認同、家庭認同影響家庭工作豐富化、家庭工作豐富
化影響職場靈性的路徑，此亦為本研究假設的理論模式（圖 2）；而部分中介模
式，是將職場靈性對家庭工作豐富化、職場靈性對工作家庭豐富化兩條路徑建立
起來。其後，進行模式之間的卡方值差異度檢定，以瞭解哪一模式與資料的適配
度較高。
巢套模式之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虛無假設模式與完全中介模式的 Δχ2 為
657.90、Δdf為 6，可知兩者的模式適配度差異達到顯著(p<.005)，且完全中介模
式顯著的比虛無假設模式更能夠解釋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接著比較部分中介模
式與完全中介模式，分析結果發現，兩個模式的 Δχ2 為 9.59、Δdf為 2，可知兩
者的模式適配度差異達到顯著(p<.01)，且完全中介模式比部分中介模式更能夠解
釋本研究所蒐集到之資料。
職場
靈性
家庭
認同
工作
認同
工作家庭
豐富化
家庭工作
豐富化
工作家庭
平衡
.66***
.36***
.51***
.39***
.3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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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巢套模式分析結果
χ2 df Δχ2 Δdf CFI NFI RMSEA
完全中介模式 764.89 183 .93 .91 .095
虛無假設模式 1422.79 189 657.90 6 .89 .87 .136
部分中介模式 774.48 181 9.59 2 .93 .92 .096
二、職場靈性透過工作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的路徑影響工作家庭平衡之驗證
由圖 2 及表 3 中之因徑係數發現，職場靈性對於工作認同的直接效果
為 .66(p<.001)，且工作認同對於工作家庭豐富化的直接影響效果為.51(p<.001)，
本研究假設 1-1 成立，亦即職場靈性會透過工作認同對工作家庭豐富化有正向的
影響。此外，工作家庭豐富化對工作家庭平衡的影響效果為.23(p<.001)，亦即工
作認同會透過工作家庭豐富化影響工作家庭平衡，本研究假設 1-2 成立。綜上所
述，本研究假設 1成立。
三、職場靈性透過家庭認同、家庭工作豐富化的路徑影響工作家庭平衡之驗證
由圖 2 及表 3 中之因徑係數發現，職場靈性對於家庭認同的直接效果
為 .36(p<.001)，且家庭認同對家庭工作豐富化的影響效果為.39(p<.001)，本研究
假設 2-1 成立，亦即職場靈性會透過家庭認同對家庭工作平衡有正向的影響。此
外，家庭工作豐富化對於工作家庭平衡的影響效果為.33( p<.001)，亦即家庭認同
會透過家庭工作豐富化影響工作家庭平衡，本研究假設 2-2成立。綜上所述，本
研究假設 2成立。
伍、結論與建議
以下茲就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管理意涵、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結論
在職場靈性會透過工作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的路徑對工作家庭平衡有正向
之影響的部分。首先，由於職場靈性有助於個人賦與所處環境獨特的意義及對任
務的使命感，有助於提昇員工的工作滿意、工作投入及生產力等(Claude & Zamor,
2003; Miilman, Czaplewski, & Ferguson, 2003; Stevison, Dent, & White, 2009)，如同
本研究發現，職場靈性對工作認同有正向之影響。
另外，從社會認同理論的觀點，具有獨特性價值觀和習慣的群體有助於認同
的形成(Oakes & Turner, 1986; Tolman, 1943)，強烈的認同會提昇個人在該認同的
投入程度(Kahn, 1990)，高度的投入更容易讓個人將其熱情、精力與愉快的心情
等經驗運用在不同的角色間 (Wayne, Randel, & Stevens, 2006)。本研究發現之工
作認同對工作家庭豐富化有正向影響的論點，與過去研究相符 (Kirchmeyer, 1992;
Wayne, Musisca, & Fleeson, 2004)；同時，也如同 Ruderman等人(2002)的研究發
現，女性經理人可以因為更多的工作投入與認同，而提昇其工作上的效率等，並
將其轉化為提昇個人在扮演家庭角色時的能力；亦即具有強烈認同的人較有可能
從不同的角色中獲得正向的情緒，並將其轉移到另一個角色上去，即能將其在不
同角色上的經歷予以豐富化。也正因具有強烈認同的人較有可能從某角色獲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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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情緒且將其轉移到另一個角色上去，本研究從工作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到其
對工作家庭平衡之正向影響路徑獲得支持；換言之，當個人在其工作角色中有較
高之認同時，經由工作家庭豐富化的歷程，將有助於提昇其對生活事件的處理能
力，進而提高了工作家庭的平衡。此外，如同Wayne, Musisca與 Fleeson (2004)
的發現，工作家庭豐富化可以提昇工作滿意，對於個人感知工作與家庭的協調是
有正面助益的；亦即當個人偏向工作家庭豐富化時，較能將工作上所獲得經驗帶
到家庭生活中，正向外溢的結果將有助於個人在家庭角色上的表現。綜上所述，
支持了本研究從職場靈性、工作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到其對工作家庭平衡之正
向影響路徑。
其次，在職場靈性會透過家庭認同、家庭工作豐富化的路徑對工作家庭平衡
有正向之影響的部分。由於職場靈性有助於個人正向情感的產生，而正向情感與
善意行為、協助行為有正向的關係(Isen & Baron, 1991)，且職場靈性有助於工作
場域中利他行為的展現(Fry, Vitucci, & Cedillo, 2005; Stevison, Dent, & White,
2009)，從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這樣的利他行為並不侷限在工作上，回到家中，
職場靈性高的人亦會樂於幫助身旁的人，在與家人間有更好的正向互動下，個人
會獲得來自家人更多的支持與資源，不僅有助於提昇家庭認同，更能促進家庭生
活之和諧。此外，職場靈性不但會影響到工作場域的工作認同，也會經由外溢的
效果，影響到家庭認同，而由於個人對家庭生活的投入亦可反映出其對家庭認同
的程度(Aryee & Luk, 1996)，且其對家庭高度認同產生之正向態度就有更多的機
會在個人不同的認同間傳遞，如同本研究的發現，職場靈性對家庭認同及職場靈
性對工作家庭平衡皆有正向之影響。
再者，由於個人投入到工作和家庭的角色中，對於個人的身心健康都有幫助
(Barnett & Hyde, 2001)，從本研究結果發現之家庭認同、家庭工作豐富化對工作
家庭平衡之正向影響路徑，如同 Aryee, Tan與 Srinivas (2005)的發現，有較高家
庭認同的人，往往伴隨著更多家庭的支持；由於其對家庭角色之認同，會對該角
色有更多的投入與正向之情緒 (Kahn , 1990)，而有助於達成工作家庭之平衡狀
態。此外，本研究結果亦如同 Greenhaus與 Powell (2006)的觀點，當豐富化的現
象發生時，個人在某個角色所獲取的資源可以促進另一角色的正向表現或對另一
角色有正向影響， 亦即當個人能將其工作中所獲的經驗加以轉換以運用到家庭
生活中，正向外溢的結果也豐富了其家庭生活的品質(Grzywacz & Marks, 2000)，
並達成工作家庭之平衡狀態。同時，本研究結果亦如同Wayne, Musisca 與 Fleeson
(2004)之發現，家庭認同對家庭工作豐富化有正向的影響，對於個人感知工作與
家庭的協調是有正面助益的；且當個人在工作與家庭間獲得了豐富化之經驗時，
將有助於個人達成較好的身心狀態 (Hammer, Cullen, Neal, Sinclair, & Shafiro,
2005)。綜上所述，支持了本研究從職場靈性、家庭認同、家庭工作豐富化到其
對工作家庭平衡之正向影響路徑。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由整體模式中的數值發現職場靈性對於工作認同的影
響(標準化係數值=.66)大於其對家庭認同(標準化係數值=.36)的影響，亦即職場靈
性在工作場域裡所滋養產生的特質，相較於其在家庭場域裡所獲得之經驗，更有
助於個人對工作之認同與對工作任務的使命感(Claude & Zamor, 2003; Miilman,
Czaplewski, & Ferguson, 2003)。
二、管理意涵
首先，在職場靈性能夠提昇個人對於工作家庭平衡的感受部分，由於
Cavanagh與 Bandsuch (2002)認為靈性在企業中可以減少工作壓力和離職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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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和多種生活情境有正向關係，如：傷病痊癒、抗壓能力、死亡率的降低、自
尊、整體的生活滿意度等(Miller & Thoresen, 2003; Powell, Shahabi, & Thoresen,
2003)；Lerner (2000)認為靈性能夠啟發人們的內在自我；也因此，有愈來愈多的
組織鼓勵員工在工作場域中展現其職場靈性，並以此與員工之忠誠度及員工士氣
相連結(Hernandez Lopez, Ramos Ramos, & Ramos Ramos (2009)。Jurkiewicz與
Giacalone (2004)認為，職場靈性可藉由組織文化的方式來展現。因此，本研究建
議組織可創造對靈性友善(spirituality-friendly)的職場環境以增進員工對工作家庭
平衡的感受，而創造對靈性友善的職場環境之做法可參考 Pfeffer (2003)的建議，
給予員工更多學習與發展的機會，並使其產生競爭感及對工作的掌控感，以提昇
工作對其代表的意義，或是透過培養相互信任的組織氣候，促使員工之間能夠能
緊密的合作，這都有助於加強組織成員彼此成為共同體的感受(Duchon & Ashmos,
2005)，亦有助於加深員工對組織的承諾(Stevison, Dent, & White, 2009)，進而提
昇個人與組織的績效(Geh & Tan, 2009)。Dutton (2003)也提及，個性開放、願意
傾聽員工聲音、對未來有正面態度的領導者也有助於型塑組織內對靈性友善的環
境。換言之，透過公司內部文化的建立及共識的培養，讓員工在工作過程中具有
自我超越的經驗，或藉由提供愉悅的工作感受等正面經驗，促進員工能融入群體
中、擁有與他人休戚與共的感覺，都能進一步提昇個人對工作家庭平衡之感受。
其次，在職場靈性有助於提昇工作認同、家庭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及工作
家庭平衡的部分。由於相較於工作認同及家庭認同，職場靈性需要較長期培養才
能產生效果，因此，若想要在短期內促進員工的工作家庭平衡，可從工作認同、
家庭認同的方式來達成此一目的。如同 Kirpal (2004)的觀點，認同除可透過個人
的資源、態度、價值觀外，亦可在工作或家庭生活的過程中與工作或家庭環境的
相互磨合而產生，當員工把自己投入到工作或家庭環境中時，會因為彼此的互動
及環境情境的影響，改變員工對自我的概念，形成工作認同、家庭認同。而在實
務上的做法，公司可以透過員工日的舉辦或員工、家庭旅遊等活動，實施對家庭
友善(family-friendly)的相關人力資源管理活動，以協助員工增加其對家庭活動的
參與，協助他們提昇家庭認同。如同 Sirakaya, Uysal與 Yoshioka (2003)的研究發
現，「增進人際關係」是旅遊主要的目的之一，亦即透過員工與家人旅遊的舉辦
或補助，不僅可以提昇員工與家人的關係，亦能促進員工彼此間的感情，進而提
昇員工的工作認同。再者，Fiese, Foley與 Spagnola (2006)認為，與家人一起用餐
也有助於型塑家庭認同，因此，倘若公司可以給予員工更多的工作彈性，使其得
以有更多機會與家庭成員共度用餐時間，如此亦可達成類似的效果。而根據經濟
合作發展組織(OECD)對於「家庭友善政策（Family-Friendly Policy）」的調查，
目前普遍運用於友善家庭與職場的措施主要包括：部分工時、彈性工時、電傳工
作（tele-work）、在家工作（home work）、職務分擔（job-sharing）、促進全職及
部分工時之工作間的轉換、壓縮工作週（compressed work-week）、彈性上下班、
給予家庭照顧假、給薪育嬰假等，企業可參考上述做法來型塑組織內對家庭友善
的氛圍。
第三，本研究結果發現，豐富化在工作認同、家庭認同與工作家庭平衡的關
係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因此，倘若能有提昇豐富化的措施，將能更直接地提
昇員工對其工作家庭平衡的感受。然而，Powell與Greenhaus (2004)指出，豐富
化的產生不僅是資源要能夠在不同的場域中轉移，更需要個人能夠把轉移後的資
源成功的應用於另一個場域，進而改善個人的行為或情感的表現；換言之，豐富
化產生的要件需包括：資源轉移及成功的應用資源。從組織支持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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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ory)的觀點，員工對組織的態度會受到組織是否有重視
員工的貢獻以及社經需求的的影響(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 Sowa,
1986)，且已有研究發現組織會對工作和非工作場域產生影響。如：Guest (2002)
發現，人力資源措施會顯著影響員工的工作和家庭滿意，而提供具有挑戰性的工
作、創造一個友善的工作氣氛及讓員工適度參與組織決策都可以提昇員工的生活
滿意；此外，Anderson, Coffey與 Byerly (2002)發現，主管的支持有助於員工整
合工作及家庭的需求，且當主管的支持愈多時，員工會有更多的家庭工作豐富化
的情況產生。上述可知，組織中的措施可以幫助員工將擁有的資源正向外溢到其
他的場域中，進而產生豐富化的效果，也可以幫助員工擁有更多的資源以平衡忙
碌的工作及家庭成員的需求。因此，本研究建議，倘若組織的人力資源部門及各
階層領導者能更瞭解員工，依照員工的特性或需求去設計適合各種員工的活動，
並給予員工更多的支持，這都有助於創造對家庭友善的組織氣氛(family-friendly
climate)，並讓組織的成員間互相體諒與協助(Behson, 2005)，這是促使豐富化產
生的重要條件。換言之，當員工能在組織的生活中獲得使個人行為產生豐富化的
條件時，透過其工作家庭豐富化、家庭工作豐富化之展現，更能幫助個人其達成
更好的工作家庭的平衡狀態。
三、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過程雖力求客觀周延，但仍有一些研究限制難以完全避免，以下說明
之。首先，本研究是採單一受試者的填答設計，可能存在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問題，為診斷是否有 CMV的問題存在，本研究將各個假設所
涵蓋之變項視為單一因素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表 5），將所有變項視為同一因
素的模式二，其適配度指標皆較假設模式（模式一）來得不理想。因此，CMV
問題並不會嚴重影響到本研究結果。
表 5 共同方法變異分析結果之摘要
模式適配指標 假設一 假設二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一 模式二
CFI .96 .81 .98 .71
NNFI .95 .78 .97 .64
IFI .96 .81 .98 .71
GFI .91 .70 .93 .60
AGFI .87 .59 .90 .44
SRMR .06 .11 .05 .17
RMSEA .08 .19 .07 .25
註：假設一變項：職場靈性、工作認同、工作家庭豐富化、工作家庭平衡；假設二變
項：職場靈性、家庭認同、家庭工作豐富化、工作家庭平衡。
其次，本研究資料蒐集的方式是採用自陳式量表的方式，可能會因個人角色
之期待，對研究結果可能會造成若干的誤差。為減少此一影響，本研究除採用匿
名的方式進行施測外，亦將量表名稱以第一部份、第二部分等呈現，以避免敏感
字句的描述，期能使社會期許導致的偏誤降至最低。此外，本研究是透過結構方
程模式來檢驗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然而，其結果並不能夠完全肯定因果關係的存
在 (Joreskog & Sorbom, 1993)，因此，未來若能進行縱貫性之研究將更可以確認
本研究中各變項的因果關係。
以下，本研究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首先，職場靈性是個人與環境、與他人
互動之下培養而來(Ashmos & Duchon, 2000)，亦即工作家庭平衡也有可能培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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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職場靈性，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兩者進行更深入之探討，以確認兩
者之間是否存在回饋環(feedback loop)的關係。其次，本研究是採用 Ashmos 與
Duchon (2000)對職場靈性的定義，包括：「內在生活」、「有意義的工作」、「共同
體」等三部分，而在假設檢驗時是以整體職場靈性之觀點進行研究與分析；然而，
由於職場靈性是由個人在職場中的經驗及感受所發展出來的一種思想以及反應
模式，並且是一種跨種族、跨文化、跨宗教的存在(Canda, 2001)，建議未來研究
可以將職場靈性進行解構，即在華人文化的脈絡下，依循組織公民行為量表發展
的作法(Farh, Zhong & Organ, 2004)，經由訪談華人與量表編製的方式，來發展出
適用於華人社會之職場靈性的衡量工具，並以此從職場靈性的各個面向去探討其
對其他變項造成的影響效果，讓後續研究結果的解釋能更符合華人文化脈絡下的
現象，以更瞭解職場靈性的全貌。另一方面，由於宗教信仰亦是靈性的可能來源
之一(Thoresen, 1999)，且宗教可以賦予人們人生意義、接受挑戰的信念、歸屬感、
與他人聯繫、教人學會希望與喜樂等(Hollins, 2005)，Miles, Sledge 與 Coppage
(2008)也認為宗教信仰可以增進員工彼此支持的意願、對彼此的接受度以及對社
群的責任感。換言之，宗教信仰不但可以提供給員工健康的心理及穩定的精神狀
態，也賦予員工生活的意義，更進而能促進員工朝目標持續邁進，因此，建議後
續研究亦可思考在華人文化的脈絡下，宗教信仰與職場靈性的連結，即其能如何
引發職場靈性的展現。
再者，Aryee, Tan與 Srinivas (2005)指出，工作家庭平衡可能會同時受到衝突
及豐富化兩種情況的影響，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同時從衝突及豐富化的角度
切入來探討職場靈性對工作家庭平衡的影響，以增進對兩者間關係的瞭解。最
後，在本研究之回收樣本中，有 24%為無效樣本，可能原因是，本研究發放問卷
的方式是採用郵寄信件的方式寄發，造成部分填答者可能無法專注填答，有一致
性的隨意填答或是因粗心造成漏答的情況，而問卷回收後，本研究採取高標準，
只要有一題漏答即視為無效問卷，導致有較高比率之無效樣本的情況；建議後續
研究可以考慮到工作場域中直接發放問卷與立即回收的方式，並於問卷回收前請
求受試者確實檢查是否有漏答之情況，以提高有效樣本之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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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many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unbalance of work and familyresults
in low job satisfaction, decreasing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and even poor
work performance. Thu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antecedents
of work family balance should be explored.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how workplace spirituality positively affected work family balance, and
mediated by work identity, family identity, work family enrichment, and family
work enrichment.
Subjects in this study were 560 bank employees, and the valid response
was 356 employee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test the
measurements quality and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was employ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workplace spirituality
directly affected work family balance, and mediated by work identity, work
family enrichment. Moreover,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place
spirituality and work family balance also has mediated by family identity and
family work enrichment. Theoret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workplace spirituality, work family balance, work family
enrichment, family work 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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